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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扩招中的高等教育机会获得：
城乡差异及其内部性别分化

邵剑耀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在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背景下，教育不平等现象更可能以细微形式存在。高校扩招政

策的实施提升了各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但总体及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上的城乡不

平等现象并未因而得到缓解或减小，城市群体依然存在显著优势，城乡内部均呈现出“女强男

弱”的新现象，城市内部“女强”主要体现在本科教育上，而农村内部“女强”则主要体现在专

科教育上。家庭文化资本对城市女性群体的影响大于城市男性群体，而对农村内部不同性别群

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即父亲受教育水平仅作用于农村女性群体，母亲受教育水平主要作用于

农村男性群体。家庭政治资本仅对城市群体的总体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具有显著影响，且更易

作用于男性群体。高校扩招主要改善了城市男性群体因家庭阶层高低而造成的不同层次高等教

育机会获得的不平等现象。相较于其他群体，城市低阶层家庭男性群体在高校扩招中获益最

多。因此，应提高农村地区教育教学质量，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弱势群体的高等教育入学信

息资本，实施高等教育“补偿原则”；建构和完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弥补低资本家庭子女的教

育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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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高校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迅

速，毛入学率从1999年的10.5%增长到2002年

的15%，再到2019年突破50%，高等教育经历了

从精英化阶段到大众化阶段，最终迈入普及化

阶段的发展过程。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

大，社会大众的高等教育需求逐渐从精英化阶

段的“追求有大学上”发展为大众化阶段的“追

求数量上的机会均等”和普及化阶段的“追求

质量上的机会均等”[1]。在此背景下，谁是高校

扩招中的既得利益者或利益损失者成为近年来

高等教育领域的关注重点。

长期以来，研究阶层的社会学家们一直对

教育在社会流动即个体 职 业选择、获得及后

续发展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感兴趣，其潜在的假

设是，教育可以削弱个体出身（原社会阶层）与

“目的地”（工作时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2]。

在我国社会，学历尤其是高等教育学历常被视

为反映个体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标志，

在就业及升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标签功能。

因此，优势阶层为了维护其现有社会地位，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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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自身资本优势帮助其子女获得所处劳动力

市场最认可的学历文凭，成为现有教育制度中

的利益既得者，再生产社会阶层，实现“精英循

环”。[3]从现实情况来看，围绕城乡展开的教育

不平等相关论述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受城乡二

元结构影响，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呈现出

明显的“城市强、农村弱”现象，渗透到教育领

域，使得个体教育机会获得上的城乡差异十分

明显。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女性受教育水平不

断提升，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上的总体性别差异

呈现出逐渐缩小趋势。[4]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

扩大旨在解决处于相对弱势社会地位人口群体

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5]一方面，城乡差异并未

得到缓解；另一方面，性别差异却在逐渐减小。

由此可见，在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背景下，教

育不平等现象更可能以细微形式存在，如体现

在群体内部中。为此，本研究基于全国性调查

数据（CGSS）对高校扩招前后高等教育机会获

得上的城乡差异及其内部性别差异的变化情况

展开分析，并试图从家庭资本角度揭示差异背

后的影响机制，旨在回答高校扩招政策对城乡

及其内部不同性别群体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

响，以及家庭资本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教育扩招、城乡差异及其内部性别差异

20世纪以来，西方各国先后实施教育扩招

政策，使得国民接受教育的机会大幅增长，人

们普遍认为教育不平等的减少将是现代化，特

别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2]“教育机会制度上的

扩充是否能够缓解现实中的教育不平等”逐渐

成为社会学家们关注的焦点。部分乐观派提出

了工业化理论（Industrialization Thesis），突出

个体自致因素在劳动分工日益细化（专业化）的

工业化社会中的作用，即在教育机会竞争中聪

明才智和努力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已经超过先赋

因素。[8]然而，沙维特（Shavit）等人的研究却发

现，20世纪绝大部分工业化国家的教育不平等

现象具有稳定性，尽管各国或各地区的教育水

平都在提高，但教育改革对教育分层的影响依

旧微乎其微，不同社会出身群体继续接受更高

层次教育的相对机会（教育机会的社会经济不

平等）大体上保持不变。[10](P19)换言之，那些处

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如农村子弟（相对于城市子

弟）、女性（相对于男性）在教育机会获得上依

然较为被动。

工业化理论夸大了个体自致因素的作用而

忽视了社会结构性分割因素对高层次教育机会

获得的影响。就我国社会而言，新中国成立以

后，为配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战略，政府相

关部门制定并颁布了严格的户籍制度，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劳动力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并

带来城乡空间差距（严管异地户口迁移等）、历

史差距（固化传统城乡发展不平衡）、二元部门

（农业、工业部门的身份区分和转化限制）和社

会地位（农村群体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四重锁

定效应，[18]导致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化”。随着

时间的推移，城乡二元分化逐渐渗透到社会、经

济、文化等领域，并不断得到加强和巩固，使得

城市地区居民和农村地区居民在生活水平（家

庭资本）上的差距被逐渐拉大。虽然近年来国

家加大了对农村地区的政策扶持以推动城乡一

体化发展，但在教育领域教师资源投入、课程

资源开放、数字资源利用等的城乡不平衡现象

仍十分明显，[19]这使得农村地区群体在高层次

教育机会获得上仍处于弱势地位。有研究指出，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户籍对个体高等教育

机会获得的影响模式表现为“平均主义”向“自

由竞争”的转换，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高

等教育机会获得上的城乡不平衡一直保持在较

低水平，而80年代后期城乡差异被迅速拉大，

虽然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

上抑制了城乡不平衡的继续扩张，但农村地区

居民始终处于相对弱势地位。[20]正如部分学者

所指出的，教育扩张使得教育系统能够容纳更

多适龄群体，但其促进平等化的效应并未能显

现。围绕教育机会数量获得问题展开论述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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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维持不平等理论（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MMI）更是认为，由扩张带来的新

增高等教育机会只有满足了80%以上的优势阶

层的教育需求（达到饱和状态）后才会真正流向

弱势阶层。[11]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a：高等教育机会

获得上存在城乡差异，相较于农村群体而言，城

市群体占据较大优势，且这一现象并未因高校

扩招而得到缓解。

与最大化维持不平等理论相对应的另一

重 要理论，即围绕教育机会质量获得问题 展

开论 述的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E f fect 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MI）认为，由扩张带来的

新增高等教育机会存在质量差异，即便优势阶

层的高等教育需求达到饱和状态，流向弱势阶

层的也只会是质量相对低下的高等教育机会。[12]

这意味着，即便高等教育机会在扩招中整体上

得到提升，机会稀缺性始终存在，并推动高等

教育系统区分出高质量或低质量、高含金量或

低含金量的不同层次水平，通过学历维持此高

低分层，[13]再生产社会结构。在我国社会，本科

学历相较于专科学历的含金量更高，所发挥的

文凭效应更为明显。国内的部分研究表明，农

村大学生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占比的提高主要

集中于专科院校（如高职高专院校）和民办大学

（如民办高职高专院校和民办本科院校）中，在

社会认可度更高的公办本科院校中，城市大学

生仍占据优势，且其比例仍在不断上升。[21]

为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b：本科教育机会获

得上存在城乡差异，相较于农村群体而言，城市

群体占据较大优势，且这一现象并未因高校扩

招而得到缓解。

教育扩 招的目的之一在于缓 解 社会不公

平，随着高等学府的大门不断向女性敞开，其

带来的结果是女性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进一

步促进社会层面的“性别革命”，形成“良性循

环”。国外有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合组

织成员国在高等教育参与和学位授予方面的

两性不平等现象进行了分析，发现性别差异的

逆转似乎已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一种持 续趋

势。[23](P265-298)但也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

其利用德国高等教育信息系统（German Higher 

Education Information System，HIS）提供的调查

数据分析发现，教育扩张促使高中教育中的“男

强女弱”现象发生扭转，但在大学入学率中，男

性群体仍占有一定优势，性别差距仍然存在，且

这种差距的波动与高等教育领域的经济负担变

化有关，即大学毕业生失业率上升或学费制度

制定并落实等会使性别差距变大，而政府高校

援助经费增加时则会缓解性别不平等现象。[24]

部分学者还发现，即便部分国家女性群体在大

学入学率（数量）上占据优势，在高层次高等教

育中可能仍与男性存在差异，如美国社区大学

（学费低且提供针对女性的职业课程）的开设

和推广、日本专科大学（吸收了大量女性就读）

的开设和扩招等部分解释了“男强女弱”现象

的消失和逆转。[23](P265-298)上述观点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即女性接受的更

可能是含金量较低的高等教育。而我国学者发

现，在教育扩张过程中，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大

幅增长，加之政府性别平权举措的推行和落实，

原有教育系统中的性别不平等自新中国成立以

来呈持续下降趋势，近年来甚至开始出现女性

高等教育机会获得概率高于男性的新现象。[22]

一项基于全国性调查数据展开的分析发现，高

校扩招使得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接受高等教育

的总体比例均大幅上升，但女性的增长幅度更

高，使得原“男强女弱”现象发生逆转，产生统

计学上具有显著意义的专科及本科层次上的新

性别不平等即“女强男弱”现象出现。[3]上述研

究是从总体层面分析的性别差异，但在我国社

会，教育扩招、“性别革命”之间还存在着典型

的城乡二元“分隔”因素。若按最大化维持不平

等理论及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加以分析，处于

双重弱势地位的农村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

可能更小，农村地区的性别不平等现象较城市

更为明显，而我国学者基于实证分析得出的“女

强男弱”现象可能主要存在于城市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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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c：高校扩招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在高等教育

机会获得上存在的“女弱男强”性别差异，城市

内部还出现了“女强男弱”新性别差异，但上述

现象在本科教育机会获得上并不明显。

(二)教育扩招、家庭资本与城乡性别差异

前述的工业化理论、最大化维持不平等理

论以及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等背后的另一取向

即教育扩招中的家庭资本效应。弱势群体一方

面存在于宏观的结构之中，如城乡中的“乡”以

及性别中的女性，另一方面存在于微观的结构

之中，即家庭。对于后者，存在这样一种假设，

即资本较多的家庭往往会为子女提供额外的教

育资源，如家教、私立补充学校等，在一定程度

上造成教育结果（进入高等教育的概率）上的

严重不平等。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布劳（Blau）和邓

肯（Duncan）建构了地位获得模型，突出了家庭

社会经济地位（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以

及家庭收入衡量）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确定

了微观视角下家庭资源禀赋理论为主流的解释

逻辑，[3]成为研究先赋性因素对个体教育机会

获得的经典模型。地位获得模型自提出以来便

受到许多学者的热捧，在后续相关研究中被不

断赋予新的内涵。如科尔曼（Coleman）进一步

细化了家庭背景的内涵，认为家庭经济资本（以

父母收入等衡量）、人力资本（以父母受教育程

度衡量）和社会资本（以亲子关系和父母的社

会关系衡量）差异所导致的教育资源供给不平

等是造成子女在教育机会获得及后续教育成就

上产生差异的重要原因。[14]再如部分学者基于

性别视角对其加以改造而形成的二元劳动力市

场理论（Dual Labor Market Theory）、玻璃天花

板理论（Glass Ceiling Theory）等。[15]随着对教

育机会分配（教育公平或教育不平等）问题探讨

的不断深入，部分社会学家在充分考虑社会制

度因素和结构因素基础上建构了教育决策理性

行动模型（微观层面的理性选择理论），[16]认为

个体继续升学（接受更高层次教育）取决于其

对（下一阶段）教育收益（在劳动力市场的回报

率）、教育能否促使地位提升（目前教育水平是

否有助于地位巩固）、教育成本和教育失败风险

四方面因素的综合考量，[17](P232-258)即高等教育

机会获得是个体基于理性分析（考虑到家庭背

景）后所作出的个人教育决策结果。

家庭资本是影响教育公平的重要原因，这

一论述已成为学界共识，大量的实证研究亦证

实了这一观念。遗憾的是，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

整体层面考察，家庭资本对非整体如城乡内部

不同性别群体的教育不平等问题以及不同层次

高等教育机会获得是否具有一样的影响仍有待

商榷。传统上，家庭更愿意让男性接受高等教

育，家庭资本对女性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

微乎其微。不过，随着社会中女性歧视现象的

减少以及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比的上升，家

庭传统的教育投资行为正在发生转变，这使得

女性在高等教育扩招中获益更多。尽管如此，

许多家庭对于教育资源的分配仍受到传统父权

制文化（往往认为女性附属于家庭）的影响，尤

其在低资本（如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25]、家庭

经济条件较差[26]）家庭中，父母更愿意在儿子身

上进行教育投资。

受城乡二元结构影响，在我国部分贫困（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农村地区，传统“女

主内、男主外”的性别刻板印象依旧根深蒂固，

父权制色彩相对城市地区而言更为浓厚[27]，这

势必导致城乡群体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中的性别

不平等呈现“二元”差异，即城市和农村地区的

性别差异有其自身的特点存在。

为此，本研究提出一组假设：

假设2a：家庭资本对城乡不同性别群体的

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均有显著影响，尤其表现在

本科教育机会获得上。

假设2b：在城市内部，家庭资本对男性和女

性群体的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一样，但在

农村内部，家庭资本更易作用于男性群体上。

假设2c：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并未能缓解

假设2a和假设2b中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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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筛选

本研究样本来源于CGSS数据。CGSS数据

中包含样本个体基本信息（人口学特征）、教育

经历（教育背景）信息以及高考前家庭资本信息

等，能够满足本研究目的。CGSS2012年、2013

年、2015年和2017年的调查问卷中均包含以上

变量，因此本研究最终采用了这四年的调查数

据，并基于研究需要对CGSS数据进行筛选。

本研究将已毕业样本所获最高学历（其中大

学专科或本科学历指全日制学历即个体接受正

规高等教育后所获的学历）作为教育获得参考

值。1977年，我国正式恢复高考制度，放宽了原

有入学政审条件（家庭出身限制），给符合报考

要求的（绝大部分）考生以公平竞争的机会。[28]

然而，由于临时组织，当时各地考试差异较大，

故本研究仅保留参加高考时间在1978年及以后

的样本。高校扩招政策主要对高中（包括普通

高中、职业高中、中专和技校）阶段学生的升学

意愿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进一步剔除了高中

以下学历样本。CGSS问卷并未直接询问受访者

参加高考时间，但提供了教育经历、最高学历完

成时间等信息。本研究基于上述信息推算出样

本应该参加高考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CGSS

问卷未细分研究生以上学历，故无法判断样本

具体受教育年限（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学

习年限相差较大），也无法推算这部分样本的

高考时间。由于研究生以上学历样本占比较小，

因而将其剔除，即本研究所指的高等教育仅包

括大学专科及大学本科教育。经过筛选，在剔

除基本信息及主要变量缺失样本后，最终得到

有效样本量为6479。

（二）变量选取

1. 因变量的选取    根据最大化维持不平等

理论和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高校扩招导致的

新增高等教育机会在“数量”与“质量”分配上

存在公平（不平等）问题，“数量”上的不平等

指高等教育机会在总体获得上存在群体差异，

此方面本研究以“是否接受高等教育”为因变

量进行探讨；“质量”上的不平等指无论高校扩

招与否，因机会稀缺性导致的高含金量学历层

次教育中的群体差异始终存在。就中国社会而

言，本科学历在个体就业、升迁中所起的标签

功能比专科学历更为明显，对于这一问题本文

以“是否接受本科教育”为因变量进行探讨。

2. 自变量的选取    根据研究需要将自变量

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个体人口学特征变量，即

城乡（用高考前户籍衡量，以农业户口代表农

村作为参照）、性别（以女性为参照）、民族（以

少数民族为参照）和地区（指高考前，以中西部

地区为参照）。其中，户籍和地区变量均根据受

访者户籍迁移情况、户籍登记状况以及高考时

间等推算而来。第二类是高校扩招变量，我国

高校扩招政策自1999年开始实施，参照相关研

究的变量设置方式，将高考时间在1999年之前

的样本定义为未经历高校扩招考生，将高考时

间在1999年及以后的样本定义为经历高校扩招

考生，在分析时将其设置成二分类变量，以扩

招前为参照。此外，由于不同年份的高考制度、

考试形式等可能有所差异，后续分析时将高考

时间考虑进来，作为控制变量。第三类是家庭

资本变量，包括家庭阶层、家庭文化资本和家

庭政治资本。家庭阶层以受访者对高考前自身

家庭所处阶层的主观评分为依据，结合问卷选

项（最低1分，最高10分）将其设置成连续变量。

家庭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参考已有研究的变量

设置情况，[3]分别以父母受教育水平和是否为党

员家庭来衡量。考虑到父亲或母亲的受教育水

平对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本研究

将父母受教育水平分为两类变量进行分析。

四、研究结果

（一）扩招前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城乡差

异及其内部性别分化

总体来看，与扩招前相比，扩招后城乡的男

性、女性群体接受专科教育和本科教育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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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大幅提升。在城市群体中，扩招前男性群体

接受专科教育和本科教育的比例均高于女性群

体；而扩招后情况则正好相反，女性群体接受

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男性群体，主要体现在本

科教育机会获得上。在农村群体中，扩招前男性

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高于女性群体，主要

体现在本科教育机会获得上，扩招后女性群体

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男性群体，主要体现

在专科教育机会获得上。

对比城乡的高等教育机会发现，扩招前后

城市男性群体、城市女性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

比例分别远高于农村男性群体、农村女性群

体，且扩招后这一差距被拉大，尤其体现在本

科教育机会获得上，且女性群体接受本科教育

比例的城乡差距较男性群体大，即高等教育扩

招农村女性受益最大（见表1）。

扩招前 扩招后

高等教育
机会获得

专科教育
机会获得

本科教育
机会获得

高等教育
机会获得

专科教育
机会获得

本科教育
机会获得

城市

男性 35.97% 18.37% 17.60% 61.19% 26.51% 34.68%

女性 32.56% 17.78% 14.78% 68.77% 29.16% 39.61%

总 34.35% 18.09% 16.26% 64.82% 27.78% 37.04%

农村

男性 15.97% 8.99% 6.98% 29.42% 17.69% 11.73%

女性 13.42% 8.44% 4.98% 34.73% 22.85% 11.88%

总 15.00% 8.78% 6.21% 32.06% 20.25% 11.81%

为了更直观展 示高校扩招前后个体高等

教育机会获得的城乡内部性别差异情况，基于

高校扩招变量将样本分为扩招前和扩招后两

组，分别以“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和“本科教育

机会获得”为因变量进行逻辑斯蒂回归（见表

2）。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和家庭资本变量后，

户籍变量在各模型中均显著，而性别变量仅在

扩招前组中显著。据模型1a可知，扩招前城市内

部、农村内部的性别差异均显著，男性群体获

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概率均为女性群体的1.573

（e0.453）倍；男性群体之间、女性群体之间的城

乡差异也均显著，城市群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

的概率均为农村群体的2.522（e0.925）倍。据模

型1b可知，扩招后城市内部、农村内部的性别

表1   扩招前后各群体接受高等教育情况

注：“35.97%”指样本中扩招前城市男性接受高等教育人数占扩招前城市男性总人数的35.97%

差异均不显著；而男性群体之间、女性群体之

间的城乡差异均依然显著，城市群体获得高等

教育机会的概率均为农村群体的2.532（e0.929）

倍。据模型2a可知，扩招前城市内部、农村内部

男性群体获得本科教育机会的概率均为女性群

体的1.855（e0.618）倍；男性群体内部、女性群体

内部城市群体获得本科教育机会的概率均为农

村群体的2.479（e0.908）倍。据模型2b可知，扩招

后城市内部、农村内部的性别差异均不显著；

男性群体内部、女性群体内部城市群体获得

本科教育机会的概率则均为农村群体的2.962

（e1.086）倍。

综上，假设1a、假设1b得到验证，假设1c得

到部分验证。

表2   高等教育（本科教育）机会获得的城乡性别差异

Y=高等教育机会获得 Y=本科教育机会获得

扩招前 扩招后 扩招前 扩招后

模型1a 模型1b 模型2a 模型2b

城乡
0.925*** 0.929*** 0.908*** 1.086***
（0.158） （0.125） （0.236） （0.158）

性别
0.453** -0.234 0.618* 0.006

（0.176） （0.134） （0.263） （0.190）

地区
0.290*** 0.416*** 0.377*** 0.162

（0.082） （0.085） （0.109） （0.094）

家庭阶层
0.051* 0.032 0.054 0.007

（0.021） （0.026） （0.028）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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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扩招前后家庭资本影响的城乡内部性

别差异分析

表3中模型3a、4a、5a、6a均为男性样本的

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结果，模型3b、4b、5b、6b均

为女性样本的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结果。据模型

3a和模型3b可知，父亲受教育水平、母亲受教育

水平和党员家庭变量均有显著影响，父亲受教

育水平每提升一个单位，城市男性群体、城市

女性群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概率分别会增

加0.191（e0.175-1）倍、0.261（e0.232-1）倍；母亲

受教育水平每提升一个单位，城市男性群体、

城市女性群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概率分别会

增加0.097（e0.093-1）倍、0.256（e0.228-1）倍；城

市党员家庭男性群体、城市党员家庭女性群体

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概率分别是城市非党员家

庭男性群体、城市非党员家庭女性群体的0.344

（e0.296）倍、0.326（e0.282）倍。据模型4a和模型

4b可知，父亲受教育水平变量仅对农村女性群

体显著，父亲受教育水平每提升一个单位，农村

女性群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概率会增加0.339

（e0.292-1）倍；母亲受教育水平变量在两个模型

中均显著，母亲受教育水平每提升一个单位，

农村男性群体、农村女性群体获得高等教育机

会的概率分别会增加0.249（e0.222-1）倍、0.189

（e0.173-1）倍。

据模型5a和模型5b可知，父亲受教育水平

和母亲受教育水平变量均显著，父亲受教育水

平每提升一个单位，城市男性群体、城市女性

群体获得本科教育机会的概率分别会增加0.147

（e0.137-1）倍、0.269（e0.238-1）倍；母亲受教育

水平每提升一个单位，城市男性群体、城市女

性群体获得本科教育机会的概率分别会增加

0.207（e0.188-1）倍、0.280（e0.247-1）倍。据模型

6a和模型6b可知，父亲受教育水平变量仅在农

村女性群体中显著，该变量每上升一个单位，

农村女性群体获得本科教育机会的概率会增加

0.464（e0.381-1）倍；母亲受教育水平变量仅在农

村男性群体中显著，该变量每上升一个单位，农

村男性群体获得本科教育机会的概率便会增加

0.250（e0.223-1）倍。

注：*P＜0.05，**P＜0.01，***P＜0.001，下同；民族和“户籍×性别”变量在各模型中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故未呈现。

表3   高等教育（本科教育）机会获得家庭资本影响的城乡性别差异  

Y=高等教育机会获得 Y=本科教育机会获得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模型3a 模型3b 模型4a 模型4b 模型5a 模型5b 模型6a 模型6b

地区
0.312*** 0.470*** 0.242 0.531*** 0.244* 0.378** -0.197 0.595*
（0.094） （0.106） （0.148） （0.160） （0.108） （0.118） （0.222） （0.234）

扩招
0.438** 0.443* 0.426 0.737* 0.357 0.597** -0.001 0.364

（0.170） （0.186） （0.276） （0.298） （0.196） （0.213） （0.389） （0.446）

父亲教育
0.175*** 0.232*** 0.096 0.292*** 0.137** 0.238*** 0.055 0.381**

（0.042） （0.048） （0.071） （0.080） （0.049） （0.055） （0.102） （0.124）

Y=高等教育机会获得 Y=本科教育机会获得

扩招前 扩招后 扩招前 扩招后

模型1a 模型1b 模型2a 模型2b

父亲受教育水平
0.172*** 0.228*** 0.162*** 0.210***
（0.034） （0.044） （0.045） （0.050）

母亲受教育水平
0.118*** 0.238*** 0.150*** 0.292***
（0.034） （0.041） （0.043） （0.047）

党员家庭
0.305*** 0.030 0.298** 0.059

（0.090） （0.113） （0.115） （0.116）

高考时间
0.069*** -0.058 0.064*** -0.047***
（0.006） （0.009） （0.009） （0.010）

-2似然对数值 3840.749 3393.805 2532.218 2908.966

N 3661 2818 3661 2818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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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考察扩招前后家庭资本对城乡

不同性别群体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差异，在模

型3a、模型3b、模型4a、模型4b、模型5a、模型

5b、模型6a和模型6b的基础上依次增加扩招变

量与各家庭资本变量的交互项，以反映家庭资

本变量在扩招前后的变化情况。限于篇幅，表4

仅呈现了交互项显著的分析结果。据表4可知，

仅模型3a-1和模型5a-1中的交互项具有显著的

统计学效应，其余模型中的交互项均不显著。

模型3a-1和模型5a-1对应的样本均是城市男性

群体。模型3a-1可知，“扩招×家庭阶层”的回

归系数为负，家庭阶层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

说明扩招前家庭阶层对个体高等教育机会获得

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阶层越高，个体获得高

等教育机会的概率越高，而扩招后这种影响被

削弱。据模型5a-1可知，“扩招×家庭阶层”的

回归系数为负且显著，而家庭阶层变量的回归

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扩招前家庭阶层对个

体本科教育机会获得无显著影响，而扩招后家

庭阶层对个体本科教育机会获得有显著负向影

响，即家庭阶层较低子女获得本科教育的概率

反而更高。

据上述分析可知，假设2a、假设2b和假设

2c得到部分验证。

五、理论探讨与对策建议

（一）理论探讨

首先，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提升了各群体

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城乡及其内部不同性别

群体之间的具体表现并不相同。总体及不同层

次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上的城乡不平等现象并未

因高校扩招而得到缓解或减小，城市群体依然

存在显著优势，无论是城市男性群体，还是城

市女性群体，其获得高等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

的比例均远大于农村男性或女性群体。此外，高

等教育机会在总体获得上的原“男强女弱”的具

有显著性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发生扭转，扩招后

女性群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比例的提升幅度

远大于男性群体，出现“女强男弱”的新性别差

注：民族和家庭阶层变量在各模型中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故未呈现。

表4   扩招前后高等教育（本科教育）机会获得中
家庭资本影响的变化情况

注：民族变量在各模型中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故未呈现。

Y=高等教育机会获得 Y=本科教育机会获得

模型3a-1 模型5a-1

地区
0.311*** 0.244*
（0.095） （0.108）

扩招
1.172*** 0.831**
（0.271） （0.306）

家庭阶层
0.108** 0.071

（0.034） （0.042）

父亲教育
0.177*** 0.137**
（0.042） （0.049）

母亲教育
0.091* 0.185***

（0.040） （0.046）

党员家庭
0.292** 0.184

（0.108） （0.121）

高考时间
0.024** 0.017

（0.009） （0.010）

扩招×家庭阶层
-0.190*** -0.121*
（0.054） （0.060）

-2似然对数值 2747.752 2255.653

N 2184 2184

Y=高等教育机会获得 Y=本科教育机会获得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模型3a 模型3b 模型4a 模型4b 模型5a 模型5b 模型6a 模型6b

母亲教育
0.093* 0.228*** 0.222** 0.173* 0.188*** 0.247*** 0.223* 0.168

（0.039） （0.047） （0.070） （0.077） （0.046） （0.054） （0.101） （0.114）

党员家庭
0.296** 0.282* 0.072 -0.222 0.185 0.248 0.056 0.120

（0.108） （0.122） （0.203） （0.223） （0.120） （0.131） （0.285） （0.304）

高考时间
0.023** 0.050*** 0.000 0.013 0.016 0.028* 0.014 0.018

（0.009） （0.010） （0.013） （0.014） （0.010） （0.011） （0.018） （0.022）

-2似然对数

值
2759.938 2263.333 1290.613 1011.969 2259.706 1922.193 764.577 541.883

N 2184 1987 1299 1009 2184 1987 1299 1009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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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在城市内部女性群体主要“强”在本科教育

机会获得上，在农村内部女性群体则主要“强”

在专科教育机会获得上，但新性别差异并未达

到显著性水平。

其次，家庭资本变量对城乡不同性别群体

总体及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有显著影

响。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和扩招变量后，家庭文

化资本即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城市内部不同性别

群体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女性群体的影响

作用更大。对于城市男性群体而言，父亲受教育

水平更易作用于总体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上，且

对个体总体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大于母亲

受教育水平，而母亲受教育水平更易作用于本

科教育机会获得上，且对个体本科教育机会获

得的影响大于父亲受教育水平。对于城市女性

群体而言，父母受教育水平在总体及本科层次

教育机会获得上的影响作用相差不大。父母受

教育水平对农村内部不同性别群体的影响存在

差异，父亲受教育水平仅对农村女性群体有显

著影响，而母亲受教育水平对农村男性及女性

群体的总体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均有显著影响，

但在本科教育机会获得上仅对农村男性群体有

显著影响。家庭政治资本仅对城市群体的总体

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具有显著影响，且更易作用

于男性群体。

再次，高校扩招主要改善了城市男性群体

因家庭阶层高低而造成的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

会获得的不平等现象。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使

得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会均向弱势阶层家庭子

女延伸，相较于其他群体，城市低阶层家庭男性

群体在其中的获益最多。但家庭文化资本和政

治资本对城市群体的影响，家庭文化资本对农

村群体的影响并未因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而得

到缓解。高文化资本、高政治资本家庭往往能

为其子女提供相对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和信息资

源，营造适合子女发展的家庭教育氛围，从而帮

助子女在高校扩招中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换言

之，家庭资本的代际传递效应在扩招前后均显

著存在。

（二）对策建议

首先，提高农村地区教育教学质量，优化教

育资源配置。受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影响，农村

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均较为低下，与

城市地区相比，其教育条件较为落后、教育资源

相对匮乏，使得城乡差异在教育起点就凸显出

来，并在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中不断强化，无

论农村男性还是女性，其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

均较城市男性或女性低。虽然当前我国已进入

了高等教育普及阶段（2019年毛入学率首次突

破50%），但远不能满足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城

市群体的高等教育需求，在优势群体的大学入

学率未达到饱和状态时，教育不平等的现象不

会消失。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

通过实施和完善农村儿童学前教育入园资助政

策、依法保障农村适龄儿童（优质）义务教育权

利、扩大和均衡优质高中教育资源分布等措施，

优化农村地区各阶段教育资源配置，阻断教育

过程中的“劣势累积”效应，提高农村地区学生

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

其次，提高弱势群体的高等教育入学信息

资本，实施高等教育“补偿原则”。一方面，高

考招生过程应建立公开透明、机会平等的运转

体系，为弱势地区群体和弱社会资本家庭提供

优质的高等教育服务，防止教育的补偿性政策

异化为高资本家庭或社会优势阶层的特权和福

利。另一方面，适当提高贫困地区群体及低资本

家庭子女的优质高等教育就读名额分配比例，

同时关注优势地区的弱势群体如城市低政治资

本家庭中的男性群体的高等教育获得情况，给

予其相应的教育支持。由于本科学历在我国社

会的符号资本及经济效益（回报率，如求职上

的优势等）要远远大于专科学历，高校扩招使

得本科教育入学门槛较扩招前有所降低，但此

进程中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实行却让本科教育

成本有所提升，且本科教育相较于专科教育有

着更高的时间成本，这使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

落后的农村地区产生了一定劣势。因此，在高等

教育阶段应加大对农村地区学生的教育经济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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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同时扩大专升本招生规模，为有实力且渴望

获得高质量高等教育的弱势群体提供成本补偿

和机会补偿。

最后，建构和完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弥

补低资本家庭子女的教育缺失。高资本家庭的

日常生活常以有组织的制度化活动为中心，通

过协作培养帮助其子女尽早适应或学会符合现

实社会的“游戏规则”，让其在组织机构世界中

获益。同时，高资本家庭注重子女语言技能的

学习和运用，为子女在教育组织筛选如大学招

生过程中提供潜在优势。[29](P291-295)政府应建构

针对低资本家庭群体物质及精神层面的双重支

持体系，借助公共教育资源为弱势群体子女提

供教育补助服务。

参考文献：

[1]刘宁宁，吴克明．高校扩招对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

会的影响——基于地区和阶层双维度的考察[J]．现
代大学教育，2021，37(6)：83-91．
[2]BREEN Richard. Educational expans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e 20th century[J]. Social Forces, 2010, 
89(2): 365-388.
[3]屈廖健，邵剑耀，傅添．谁在高校扩招中获益最

多？——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群体差异及影响因素研

究[J]．高校教育管理，2021，15(3)：70-82．
[4]杨倩，王伟宜．高等教育机会性别不平等的城乡差

异及其变化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19(6)：151-158，172．
[5]别敦荣，朱晓刚．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上的公

平问题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3)：54-59．
[6]COLEMAN James S. The concept of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J].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1968, 38(1): 7-22.
[7]COLEMAN James S.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
tunity[J]. Integrated Education, 1968, 6(5): 19-28.
[8]李春玲．教育不平等的年代变化趋势（1940 -
2010）——对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再考察[J]．社会

学研究，2014，29(2)：65-89，243．
[9]TREIMAN Donald J.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J]. Sociological Inquiry, 1970, 40(2): 
207-234.
[10]SHAVIT Yossi, BLOSSFELD Hans-Peter. Persistent 
inequality: Changing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irteen 
countries[M].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3. 
[11]RAFTERY Adrian E, HOUT Michael. 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xpansion, reform, and oppor-
tunity in Irish education, 1921-75[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93, 66(1): 41-62.
[12]LUCAS Samuel R. 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ducation transitions, track mobility, and social back-
ground effect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1, 106(6): 1642-1690.
[13]周扬，谢宇．从大学到精英大学：高等教育扩张下

的异质性收入回报与社会归类机制[J]．教育研究， 
2020(5)：86-98．
[14]COLEMAN James 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94: 109-113.
[15]周怡．布劳—邓肯模型之后：改造抑或挑战[J]．社
会学研究，2009，24(6)：206-225，246．
[16]BECKER Rolf. Educational expansion and persis-
tent inequalities of education: Utilizing the subjective 
expected utility theory to explain the increasing partici-
pation rates in upper secondary school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J].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3, 19(1): 1-24.
[17]MORGAN Stephen L, GRUSKY David B, FIELDS 
Gary S. Mobility and inequality: Frontiers of research 
in sociology and economic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8]白永秀．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视角：形成、拓展、

路径[J]．学术月刊，2012，44(55)：67-76．
[19]李战营．城乡教育资源一体化难在哪[J]．人民论

坛，2018(11)：118-119．
[20]方长春，风笑天．社会出身与教育获得——基于

CGSS 70个年龄组数据的历史考察[J]．社会学研究，

2018，33(2)：140-163，245．
[21]刘自团，谭敏．城乡孩子的大学择校差异缩小了

吗——基于全国2007级与2017级大一新生调查的历

时性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20，40(23)：50-58．
[22]吴愈晓．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研究[J]．
社会，2012，32(4)：112-137．
[23]VINCENT-LANCRIN Stéphan. The reversal of 
gender inequalities in higher education: An on-going 
trend[R]// OECD: Higher education to 2030 (Volume 1: 
Demography). Paris: OECD Centr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2008. 
[24]LOERZ Markus, SCHINDLER Steffen, WALTER 
Jessica G. Gender inequalities in higher education: 
Extent, development and mechanisms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enrolment and field of study choice[J]. Irish Educational 
Studies, 2011, 30(2): 179-198.
[25]BUCHMANN Claudia, DIPRETE Thomas A. 
The growing female advantage in college completion: The 



第6期 高校扩招中的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城乡差异及其内部性别分化 ·111·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in College Enrollment Expansion:
Urban-Rural Gap and its Internal Gender Differentiation

SHAO Jianyao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s 

more likely to exist in subtle forms. Using the data of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urban-rural gap in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and its internal gender differenti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ansion of college enrollment. It is foun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enrollment 
expansion policy has improved the proportion of all groups receiving higher education, but the urban-rural 
inequality in the overall and different levels of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distribution has not been 
alleviated or reduced, and urban groups still have significant advantages. And there is a new phenomenon 
of “female strength”. The “female strength” in urban area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while in rural areas i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vocational college education.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on urban female group is greater than that on urban male group, while the influence on different 
gender groups in rural areas is heterogeneous. That is, the education level of the father only affects rural 
female group, and the education level of the mother mainly affects rural male group. Family political capital 
onl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overall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for urban groups, and it is more likely 
to affect male groups. The expansion of college enrollment has mainly improved the unequal phenomenon of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at different levels caused by the family level of urban male groups. Compared 
with other groups, the urban male group of low class family benefited the most from the college enrollment 
expansion. Therefore, we shoul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rural areas and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capital of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implement the “compensation principle” of higher education; Construct and improve 
the public education service system to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education for children from low-capital 
families.

Keywords: college enrollment expansion; equity in higher education;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urban- 
rural gap; gender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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